
一次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会议 —— 1979年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回顾

40年前，即1979年1月到4月初，新任中央宣传部部长胡耀邦根据中央的决定，主持召开了党的理论工

作务虚会。会议是1979年1月18日至4月3日在北京召开的。今年是这次会议召开40周年，笔者以为很

有必要对这次重要会议作一些回顾，并以此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

 

一、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的背景和由来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开始以后，党内一度出现了不同意见。当时的中央理论刊物《红旗》组织撰写了一

篇长文《重温〈实践论〉》，系统表达了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不同意见，并将文章报送中央。叶剑

英同志鉴于刚结束不久的国务院经济务虚会开得很好，提议中央召开一次理论务虚会，让大家把不同

意见摆出来，在充分民主讨论的基础上，统一全党认识[1] 110。叶帅的这个提议得到了中央的同意。

1978年11月至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热烈讨论并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

，摆出了许多情况，提出了不少问题。中央主要负责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说：“由于这次中央

工作会议的议题多，时间有限，这方面的问题不可能花很多的时间来解决。中央政治局同志意见，还

是按照叶帅的提议，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专门召开一次理论务虚会，进一步把这些问题解决

好。”这就是理论工作务虚会的背景和由来。

 

二、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基本情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任命胡耀邦为中央宣传部部长（耀邦同志此时担任的职务还有：中

                             ?? 1 / 10



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书记，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并主管

《理论动态》）。他按中央要求，集中了很大精力抓理论工作务虚会召开的准备工作。

理论工作务虚会第一段会议于1979年1月18日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中央理论宣传单位的主要负

责人和首都理论宣传方面的专家，自然包括坚持“两个凡是”观点的部分同志，共160多人。会议特邀多

年从事理论宣传领导工作和关心理论宣传工作的20位老同志参加，包括冯文彬、陆定一、成仿吾、吕

正操、李一氓、李卓然、吴亮平、许涤新、莫文骅、蒋南翔、薛暮桥等。各省、市、自治区也都派人

参加（多数来自地方党委宣传部）。会议共分5个组，每组各有3位召集人，主要召集人有童大林、周

扬、于光远、吴江等。中央党校有11人参加会议，笔者是参会者之一。

开幕会上，胡耀邦同志将事前准备好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以下简称“《引言》”）发给大家。

他对这个《引言》很重视，早早起草好后，报送中央领导同志审批同意。耀邦同志在开幕会上又讲了

一些意见。

《引言》说，我们召开这样一次理论工作务虚会，要达到什么目的呢？第一，要总结理论宣传战线的

基本经验教训，……把思想理论上的重大原则问题讨论清楚，统一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

基础上来。第二，要研究全党工作重心转移之后理论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1] 111。

《引言》说：“这次会议的开法，应当推广三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的那种会风，大家解放思想，开动

脑筋，畅所欲言，充分恢复和发扬党内民主和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

，达到弄清是非，增强整个理论宣传队伍的团结。”[1] 111

从1月19日开始，理论工作务虚会各组开会。大家围绕主题，既解放思想、踊跃发言，又严肃认真、

充分准备，有些人写了长达几千字、上万字的发言稿。每人的发言定稿后，即刊登简报，共印发简报

260多期。这些简报内容丰富，阐述有深度，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揭露和剖析“两个凡是”；二是对

一些重要问题的拨乱反正；三是总结经验，研究新情况并提出建议。

3月30日下午，理论工作务虚会继续召开，议程是听取邓小平同志《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报告。笔

者也现场听了这个报告。报告会由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主持。邓小平讲完后，李先念同志只讲了一

句话：“小平同志这个报告非常非常重要，大家回去要讨论，认真地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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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的主要成果

（一）深入揭露剖析“两个凡是”

理论工作务虚会的第一个目的，就是“把思想理论上的重大原则问题讨论清楚”。当时需要讨论清楚的

思想理论上的重大原则问题，首先就是“两个凡是”。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与《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两报一刊”发表了《学好文件抓住纲》

的社论，社论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

地遵循。”[2]

当时中央宣传口负责人耿飚同志看了这篇社论后认为：“如果按照这篇文章的两个‘凡是’，什么事情也

办不成了。”邓小平首先将这句话概括为“两个凡是”，并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3]

38。后来，“两个凡是”的提法广泛流传。

经过半年多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特别是通过中央工作会议的观点交锋和思想统一，十一届三中全会

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给予了高度评价，“两个凡是”已经在原则上、方法论上被推倒。而如何看待“两个

凡是”涉及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尚需要深入讨论，分清是非。

在1月19日上午的会议上，杨西光（时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曾涛（时任新华通讯社社长）、华

楠（时任《解放军报》总编辑）、王惠德（时任中央编译局负责人）、于光远（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

副院长）等同志联合发言。这篇名为《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情况》的书面发言共分两个部分，第一部

分系统摆了“两个凡是”的形成和出笼情况，讲了实事求是与“两个凡是”观点的区别及其相互较量的情

况。第二部分从10个方面披露了“两个凡是”的错误言论和行动，如：反对邓小平出来工作的言论；反

对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坚持在文件中使用“天安门反革命事件”表述“四五运动”的言论；公开诋毁胡耀

邦“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什么

人定的和批准的，都要改正过来”[4]

的重要讲话；强行将“文革”中大讲的批判“唯生产力论”“全面专政论”、按劳分配产生资产阶级等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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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正面的理论观点写进文件；以毛主席看过为由，不许指名批判张春桥、姚文元鼓吹的坚持所谓无

产阶级全面专政、造成恶劣影响的文章；坚称“文艺黑线确实有”等错误观点。

联合发言指出，提出和坚持“两个凡是”错误言论及其行动，已经阻碍了揭批“四人帮”，阻碍了拨乱反

正和实现四个现代化。联合发言中列举的许多情况，对许多与会者来说是闻所未闻，因而有触目惊心

之感。这个联合发言在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应该说，这个联合发言引领并提高了理论工作务虚会与会者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重要意义的认识。正

如许多与会同志所说，这个发言打开了我们的眼界，很受启发，也为会议讨论提供了比较系统的丰富

的材料。有的同志说，联合发言很好，这一发言对于粉碎“四人帮”以后开展思想理论战线上的斗争描

绘了一个轮廓，提供了一条线索。与会的大多数同志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次理论工作务虚会是

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继续；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政治上、组织上解决了问题，现在需要在

思想理论上解决问题。与会者依据各自接触的实际，摆出了很多情况和问题，进一步揭露了“两个凡是

”。

揭露“两个凡是”，必然涉及到一些人。胡耀邦在理论工作务虚会开始时就提出，要坚决肃清“四人帮”

摧残文化、钳制思想的恶霸作风，真正发扬民主学风。会议对那些坚持、认同“两个凡是”错误观点的

部分同志进行中肯和尖锐的批评，鼓励和促使他们认识错误、进行自我批评，回到正确的思想认识上

面来。

这次会议达到了这个目的。如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前夕任《红旗》杂志总编辑的某位同志，当时曾公

开表示不同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并执行“不卷入”方针，拒不刊登有关真理标准问

题讨论的文章，甚至还参与组织撰写长篇文章《重温〈实践论〉》，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唱反调。他

在发言中承认自己犯了思想路线的错误；在对待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上，自己是一个思想

僵化和半僵化的人；甚至在不久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反而给别人扣帽子。

他表示诚恳接受大家的批评。

又如时任毛主席著作编委会办公室副主任的某位同志，曾把许多认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讲话斥为“八

股老调”“过于轻率”。他在这次会上多次作自我批评，认为自己在“两个凡是”与“实践标准”这两种对立

的思潮中基本上站在了错误方面，表示自己已经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意识到“两个凡是”思潮的危害

性和反对这种思潮的现实政治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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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位担任过人民日报社社长、新华通讯社社长的高级干部，曾严厉指责过《人民日报》转载《实践是

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他在发言中坦承，自己当时武断地认为那篇文章割裂了毛主席关于理论

与实践相互关系学说的完整性，提出了所谓“举旗还是砍旗”的指责，现在看来是断章取义、危言耸听

，本身就是轻率的、错误的。还有当年主持撰写了那篇宣告“两个凡是”的“两报一刊”《学好文件抓住

纲》社论的领导同志也表态愿意承认错误，承担责任，决心改正错误[5]。

上述几位曾经坚持“两个凡是”观点的同志都能够承认自己犯了错误，提高了认识，大家也对他们进行

了诚恳的批评帮助，达到了团结——批评——团结的目的，这也是理论工作务虚会的一大收获，无疑

具有重要意义。

（二）彻底否定“文革”

胡耀邦同志对“文化大革命”早就持否定的态度。他在1977年7月创办的《理论动态》上刊登的许多文

章都从不同角度对“文化大革命”提出质疑。实际上，当时无论是党内还是社会上，特别是理论界、新

闻界，不少人已对“文化大革命”持否定态度，并进行了较深刻的思考和研究。理论工作务虚会为他们

提供了表达观点和意见的机会。因此评价“文化大革命”就成为理论工作务虚会的一个重要议题和热点

。

1. “文革”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是完全错误的。会上，有同志发言指出，1966年的《“五一六

”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是“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经过“文革”10年的实践检验被证明是

错误的，是不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的。《通知》把学术问题、政治问题的界限，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

界限，统统取消了。更不妥的是，《通知》认为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一批资产阶级

代表人物，对国内政治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和判断。

2. “文革”的理论基础“继续革命理论”是完全错误的。多位与会者评析了作为“文化大革命”指导思想的“

继续革命理论”。他们认为“实践证明，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和社

会主义经济制度已经建立的条件下，通过‘全面的阶级斗争’搞政治大革命，对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实行

‘全面专政’”。

与会的一位经济学家痛切地说，我们过去在“继续革命”口号下所提出的许多经济理论和政策，是有严

重错误的，是不符合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要求的，是经不起实践考验的。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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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加以纠正，纠正得越快越彻底越好。

3. “走资派”是不科学的概念。“文革”初曾有个《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这个文

件共十六条，因而通称“十六条”。“十六条”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

当权派”，简称“走资派”。不少与会者着重指出，“走资派”这个概念不科学，造成很大危害。“文化大革

命”一开始，“走资派”的概念已经扩大到上至国家主席，下至基层的党支部书记，只要沾一点“权”的边

，就可以被打成“走资派”。“走资派”是一个没有明确规定性的不科学的概念，它成为可以任意用来打

人的棍子和帽子，应当抛弃这个不科学的概念。

4. “文革”造成极大破坏和损失。与会者有不少在“文革”中受到残酷打击迫害。他们结合自身经历，痛

诉“文革”的破坏和祸害。理论工作务虚会对10年“文革”从理论到实践进行了全面的、彻底的剖析与否

定。在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上，当时参与理论工作务虚会绝大多数同志的认识和态度，是

明显超前的。

5. 由评价“文革”引起的深思。参加理论工作务虚会的人员中，有多位资深学者，也有不少善于思考问

题，敢于发表创见的年轻闯将。王惠德（时任中央编译局负责人，第三组副召集人）在发言中说：“现

在全党面临着一个重新认识的问题。建国快要30年了，现在还有2亿人吃不饱饭。面对这种情况，全

党、全民都在思考：我们一定是在哪里出了毛病。这个重新认识的要求是阻挡不住的。在这种情况下

，

我们搞理论工作的同志麻木不仁不思考，不去研究是不行的。”周扬也在发言中提出了相同的观点[6]

230-232

。多位与会者指出，在这个新旧历史时期的交替时刻，我们必须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建议党中央把建

国30年来的经验，像《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那样，做出一个社会主义时期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

实际上就是改革开放前的思想酝酿。

（三）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拨乱反正

阶级斗争问题，是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核心问题，也是“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理论依

据。这是一个政治上十分敏感的问题，也是理论工作务虚会又一个热议的问题。

与会者回顾了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到“文革”结束这一时段中，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演变状况。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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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2月，毛泽东同志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宣布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

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7]

216

。许多与会者带着痛惜的情感说，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当时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向自然界开

战，发展经济和文化，建设新国家，多么好啊！可是，就在1957年的5月，又开展了一场比以前更加

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在这20来年的“阶级斗争”中，逐步形成一条“左”的路线，且长期未得到纠正

，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极为严重的恶果。

一位经济学家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引证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有关论述后指出，阶级存在的

根源是生产关系、是所有制，某一阶级的存在，总是同一定的生产关系、经济制度、所有制和经济成

分相联系的。多位与会者指出，只能从经济上划分阶级，不能从政治上、思想上划分阶级，在社会主

义时期也应该如此。阶级的产生、阶级的存在的基础只能是与一定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生产关系，

按政治态度和思想状况划分阶级，这种主张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四）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问题

理论工作务虚会的与会者回顾历史，总结经验和教训，思考在逐步深入，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

发展阶段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两位研究员合作撰写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问题》的长篇

文稿，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这个命题。

这两位研究者提出了“不发达的社会主义时期”的概念。他们明确指出：我们现在正处在不发达的社会

主义社会阶段，我国现在并没有进入马克思和列宁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即发达的社会主义

社会，还处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阶段。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和许多与会者在发言中认同这个观点

。

以上这些见解，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最初酝酿，是理论工作务虚会的重要成果。1979年9月29

日，叶剑英同志代表党中央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发表长篇讲话，其中讲到了我国

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问题：“我国现在还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完善，经济

和文化还不发达。”“在我国实现现代化，必然有一个由初级到高级的过程”“我们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

，认真研究

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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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走出一条适合我国情况和特点的实现现代

化的道路”[8]212,233

。这个讲话是经过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讨论通过的，是全党的共识。叶帅的这个讲话已经明确表达了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思想。参与叶帅这个讲话稿起草的成员中，就有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参加者。

以后经过不断探索思考，到1987年党的十三大，就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而追溯历史，

这一理论早在1979年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就进行了初步准备和酝酿。

 

四、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经受了历史检验

 

这次理论工作务虚会及其成果，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但也遭遇了一些非议和指责，因为很多东西

太超前了。现在看来，这是历史转折过程中拨乱反正、解放思想、正本清源所面临的必然现象。当时

，思想僵化、半僵化状态还普遍存在，而理论工作务虚会却是思想活跃，敢想敢说，最终使得理论工

作务虚会成果丰硕。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邓小平、叶剑英、陈云、李先念等老一辈革命家给予的

有力引导和坚定支持，离不开一些关心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各级领导干部、老干部、专家学者以及宣

传思想战线的理论工作者的思考和探索，更离不开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穷则思变、心系发展和幸福的

民心基础。

作为理论务虚工作会的主要组织者，胡耀邦同志为会议的顺利举行付出了大量心血，但他绝不自我夸

耀。正如他在务虚会闭幕结束语中所说：“我们这个会开得怎么样？最保险的办法还是让历史去检验。

我们不是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嘛！”40年过去了，我们回头来看看，这次理论工作务虚会的

成果，有些是理论创新，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观点；有些建议早已经成为党中央的

重要决策；更大的成果是人民的思想启蒙，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强大的理论基础。这些都有力地表明，

理论工作务虚会已经经受了历史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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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eeting that can withstand the test of history —— Review of the Party's Theoretical Work

Retreat in 1979

Shen Baoxiang

Abstract: The Central Working Conference and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1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eld at the end of 1978 enthusiastically discussed and

highly evaluated the discussion on the standard of truth, put forward many situations and raised

many questions. In order to unify the thinking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whole party, the cent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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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ment held the party's theoretical work retreat in early 1979. The meeting fully carried

forward the fine style of work, such as intra-party democracy,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the mass

line, criticism and self-criticism, exposed and dissected "two whatevers", completely denie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rought order out of chaos in some important issues such as class struggle,

proposed the proposition of social development stage of socialism, and summed up experience

and proposed constructive suggestions, reaching the goal of clarifying right and wrong, unifying

understanding, and strengthening the unity of the entire theoretical propaganda team. This

meeting laid a strong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has withstood the test

of history.

Keywords: Discussion of the Standard of Truth; Theoretical Retreat; "Two Whatevers"; Deny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 Bring Order out of Chaos

 

[作者简介] 沈宝祥（1932-），男，江苏武进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中国科学社会

主义学会顾问，曾任中央党校《理论动态》主编，《学习时报》高级顾问，主要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及中共党史研究。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 10 / 10

http://www.tcpdf.org

